
 

 

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影响了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吗？

储德银，李    悦，费冒盛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均衡央地政

府之间财政关系的作用也日益重要。首先，文章尝试在巴罗模型中嵌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构建地

方政府支出决策的分析框架，证明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之间具有非线性

关系。其次，文章通过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

支出结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自身变动，还与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占比

变动情况有关。最后，把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

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超过门槛值 0.4274 时，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

支付也会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生产性支出，从而抑制非生产性的民生公共服务供给。以上研究结论不

仅对于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和区域均衡的新型央地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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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始于政府财力下滑和宏观调控能力弱化背景之下的 1994 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对央地政

府之间的收入划分进行了较好的规范，但是中国政府的体制改革把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集中度

和宏观调控能力作为改革目标，从而解释了“财权上移与事权下放”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然

而，收支之间非对称性的逆向运动不仅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的错配，而且促使地方政府的

收支缺口不断扩大，这也就要求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均衡央地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时发挥举

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现代分权理论，可从两个层面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这个关键性角色提供理

论注解：一是中央政府需要内化司法管理辖区之间的外溢效应；二是中央政府需要缩小地方政

府的财政能力差距，促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其履行的事权以及支出责任相适应。由于我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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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差异较大，如何有效地发挥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在

新型央地政府之间财政关系中的嫁接功能和桥梁作用，不仅有利于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正

向激励机制，而且有助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营改增”政策的全面推广导致我国地方政府的自有收支缺口不断扩大，并且使得地方政府

主体税种出现缺位。因此，后“营改增”时代的地方政府，不仅需要面对税基窄和税源不稳定的

多重窘境，还要面对“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压力、“政治晋升锦标赛”“经济锦标赛”等多重制度

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地方政府除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之外，为何其偏好以经济建设支出

为代表的生产性支出。然而，中央政府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未能

有效地缩小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差距，并且可能有失一定的公允性。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拥

有更多的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和投资，从而不断地推动基础设施和“市容市貌”的改善，虽然这会

导致其对财政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大，但是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较快发展。然而，在现行转移支付

的制度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和税收努力程度越强的省份，相对会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并

且这种资金分配的“马太效应”会导致省份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

但是研究结论迥然各异。Bradford 和 Oates（1971）认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和本级政府的自有收

入之间具有同效性，即自有收入和一次性补助对地方政府支出倾向的影响相同，原因是二者之

间存在完全替代性，此现象被称为“面纱假说”。Alesina 和 La Ferrar（2005）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转

移支付会促使地方政府提高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性支出比例。Hindriks 等（2008）认为科

学设计的转移支付会抑制地方政府增加经济性公共品供给，反而增加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的民

生性公共品的供给。Checherita（2009）发现用于地区再分配的净转移支付阻碍了接受转移支付地

区的产出增长，此现象被称为“悲惨性收敛”，因为转移支付减少了受援地区政府增加生产性建

设支出的动机。Cyrenne 和 Pandey（2015）研究发现，中央纵向转移支付降低了接受转移支付的地

方政府进行生产性建设支出的动机，与纵向转移支付的非接受省份相比，前者的生产性建设支

出占比更低。然而，张军等（2007）认为改善地方政府财力的转移支付会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

出行为异化，使其更加偏好生产性支出，从而形成地方政府重建设、轻服务的扭曲的支出结构。

范子英和张军（2010）发现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而相应增

加，并且增量大于同量税收上升而引起的支出增加规模。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发现中央转移

支付不仅对地方政府的支出产生“粘蝇纸效应”，而且地方政府在获得转移支付从而改善财力

后，还可能通过调整现有支出结构进而偏离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即存在地方政府支出

的可替换效应。徐琰超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具有

异质性，即转移支付虽然会促使资源禀赋充裕的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建设支出，但是对资源禀

赋匮乏的地方政府而言，将转移支付资金更多地用于具有福利性质的民生性支出。李永友和张

子楠（2017）立足我国社会性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的客观情况，研究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政府的

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和激励机制发现，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激励地方政府

增加社会性公共品的供给。丁玮蓉和张帆（2018）基于我国 321 个县 2005−2009 年的数据，建立

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的均衡

性转移支付虽然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但是这种正向激励效应在欠发达

区县并不明显。朱光等（2019）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详细分析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

地方政府教育与环境保护等五类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专项转移支付对每项公共服

务支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对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的影响显著为正。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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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春和周伟（2019）基于 2000−2006 年间 2 859 个县级行政单位数据发现，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增

加了地方政府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动机，而该效应为非线性，并对中西部区县的生产性建设的支

出提升效果最为明显。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构建激励相容的新型央地政府之

间的财政关系，不仅有助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且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地方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首先，本文尝试在巴罗模型中嵌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构建地方政府支

出决策的分析框架，并采取联立效用函数来求解政府支出的决策选择，从理论层面证明了中央

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具有非线性关系。其次，通过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实证发现，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支

出结构的自身变动，还与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的变动情况有关：当地方政府生产性

支出占比处于相对较低的 10% 和 25% 分位时，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长会导致地方政

府增加生产性支出；然而，当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达到相对较高的 50% 分位以上时，中央政

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由正转变为负，即地方政府随着中央政府增加

均衡性转移支付，其不断降低生产性支出占比而相应增加非生产性支出。最后，本文把中央政府

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中央政府

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超过门槛值 0.427 4 时，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也会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生

产性支出而抑制非生产性的民生公共服务供给。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一是根据中国式分税制改革实践与政策，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分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和非均衡性转移支付，尝试在巴罗模型中嵌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从而构建

地方政府支出决策分析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联立效用函数求解政府的支出决策选择，并用理

论证明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二是通过采用省级

面板数据，建立了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在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取值的不同分位点处，中

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三是进一步选择均衡

性转移支付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在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

付取值的不同区间，其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也具有非线性关系。

二、理论框架

虽然 1994 年“分税制”改革通过“财权上移与事权下放”的非对称逆向运动提高了中央政府

的财力，但是这种非对称性分权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缺口不断扩大。因此，转移支付制

度在均衡央地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 2002 年所得税分享制度的

改革，国务院明确了中央因所得税分享改革所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地方，尤其是用于中西部地区

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均衡央地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作用。

本文通过借鉴 Cyrenne 和 Pandey（2015）的研究，按照转移支付的资金性质和使用方式，将中央政

府的转移支付分为均衡性转移支付与非均衡性转移支付，深入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对我国地方

政府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为简化分析，我们做如下假设。

假设 1：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取决于各地区政府的自有收入和

支出之间关系，一般认为自有收入低且收支缺口大的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

要大于自有收入高且收支缺口小的地方政府。

假设 2：随着地方政府自有收支缺口的降低，中央政府会相应地减少该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

付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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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 i t 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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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rit = trb

it + 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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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 表示 地区在 年获得的转移支付总量， 为 地区 年获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相应

为获得的非均衡性转移支付，从而有 。其中，各地区从中央政府获得的均衡性转移

支付具体表示如下：

trb
it =

{
ε (ξȳt − ξyit) , ȳt > yit

0, ȳt ⩽ yit

（1）

ε ξ ȳt yit t

t ξȳt ξyit

其中， 为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 为全国平均税率并且为外生给定。因为， 和 分别代表 年全国

平均税基与每个地区 年税基，则 和 分别为全国平均税收收入与每个地区的税收收入。由公

式（1）可知：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各地区的财力状况相关，并且为各地区税收

收入的减函数，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援助高于发达地区，进而缩小了各地方政府之

间的财力差距。

git = gp
it +gu

it git i t

gp
it gu

it

假设 3：政府公共服务具有可分性，政府可以将公共服务平均分配给每位居民个体。将地方

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即 。其中， 表示 地区 年的地方政府

总支出， 和 分别表示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

Ak

在借鉴 Cyrenne 和 Pandey（2015）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巴罗模型的框架中嵌入中央政

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并通过联立居民效用最大化方程来研究其对政府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

因为巴罗模型本质上属于 模型，满足巴罗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劳动力与资本在短期内不发生转

移和初始状态为稳态，即所有变量（人均资本、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人均产出等）增速都相同。

假设 4：为满足巴罗模型的前提条件，中央政府下辖各地区的经济初始状态为稳态，即人均

资本、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人均产出等所有变量的增速相同。同时地方政府在未获得中央政府

的转移支付资金之前，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服务的支出仅来源于自有收入，①并且自有收入的最

优分配方式如下： { gu
it = θξyit

gp
it = (1− θ)ξyit

（2）

θ 1− θ
yit

其中， 为地方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比， 则为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为符合巴罗模型均

衡性持续增长的假定前提，模型中所有变量均要与该地区总产出 线性相关，因而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it = A1/ωkit((1− θ)ξ)(1−ω)/ω,0 < ω < 1 （3）

A ω kit i t yit i

t c gu
it

其中， 为全要素生产率，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 为第 个地区第 年的资本投入， 则代表第 个地

区第 年的产出。由于居民所得到的效用源于消费（ ）和政府所提供的非生产性服务（ ），那么进

一步作出以下假设。

i t U(cit,gu
it)

假设 5：政府有能力提供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服务，并且非生产性公共服务是持续定期提供。

因此，所有居民均可以持续消费， 地区居民第 年的效用函数 可表示为公式（4）所示：

U(cit,gu
it) =

∞w
0

e−ρt(lncit +φ lngu
it)dt （4）

ρ > 0 trb
it

trit 1/β

βtrb
it

其中，折现率 。政府在均衡性和非均衡性之间分配转移支付资金，均衡性转移支付 占该各

地区获得中央转移支付总量 的 （β>1，β 不为固定值），即中央政府对每个地区的转移支付总

量为 ，则居民消费需求应满足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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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trit = cit + kit +gp
it +gu

it （5）

kit其中， 为资本积累量。不考虑资本折旧，那么资本积累函数应满足（6）式：

kit = yit +βtrb
it − (1− θ)ξyit − θξyit − cit = yit(1− ξ−βεξ)− cit +βεξ ȳt （6）

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指引下，辖区居民的满意度也是政府支出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在

获得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领域的财政支出

配比，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影响辖区居民福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联立式（4）与

（6），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解地方政府的支出决策：

L =
∞w

0

e−ρt(lncit +φ lngu
it)dt−λit[kit − (1− ξ−βεξ)A1/ωkit((1− θ)ξ)(1−ω)/ω−βεξ ȳt + cit] = 0 （7）

∂L
∂cit

由假设 4 可推知各变量均处于平衡增长路径，因此通过求解 并结合欧拉条件得式（8）：

ċit

cit

= (1− ξ−βεξ)A1/ω((1− θ)ξ)(1−ω)/ω−ρ = γ （8）

γ cit γ
∂L
∂cit

∂L
∂θ

λit其中， 为满足平衡增长路径 增长率，即居民消费增长率为 。将 带入 消去 得式（9）：

cit

kit

=
1−ω
ω
ξ(1− ξ−βεξ)A1/ω((1− θ)ξ)(1−2ω)/ω θ

φ
（9）

γ kit γ kit = γki,t−1

cit

kit

=
ci0

ki0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 也为 的增长率，人均资本积累量的增长率也为 ，从而 且

，解得：

γki0 = (1− ξ−βεξ)A1/ωki0((1− θ)ξ)(1−ω)/ω− ci0+εξ ȳt （10）

联立式（8）和式（10）得到：

ci0

ki0

=
(1− ξ−βεξ)yi0

ki0

+
εξȳt

ki0

−γ （11）

联立式（8）和式（11）得到：

γ+ρ =
(1− ξ−βεξ)yi0

ki0

（12）

联立式（11）和式（12）可推出：

ci0

ki0

= ρ+
εξȳt

ki0

（13）

ci0

ki0

θ
c
k
= B B因此，初始 与 无关，进而我们令 ，将 代入式（9），得到：

(1− θ) 2ω−1
ω

θ
=

1−ω
ω

(1− ξ−βεξ)A 1
ω ξ

1−ω
ω

φB
（14）

∂θ

∂ε
=

ξβ

1−ξ−βεξ (
2ω−1
ω(1−θ) +

1
θ

) （15）

∂θ

∂ε
θ β ω综上证明， 取决于 、 和 的取值。

1− ξ−βεξ > 0（1）当 时： 
当θ <

ω

1−ω时 :
∂θ

∂ε
> 0且

∂(1− θ)
∂ε

< 0

当θ >
ω

1−ω时 :
∂θ

∂ε
< 0且

∂(1− θ)
∂ε

>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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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ω

1−ω ω θ ε

θ
ω

1−ω θ ε

当非生产性支出占比 小于 （ 为资本产出弹性）时， 为 的增函数，非生产性支出占比

随着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加而上升，相应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下降；反之，当 大于 时， 为 的

减函数，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加会带来非生产性支出占比的下降与生产性支出占比的提升。

1− ξ−βεξ < 0（2）当 时： 
当θ <

ω

1−ω时 :
∂θ

∂ε
< 0且

∂(1− θ)
∂ε

> 0

当θ >
ω

1−ω时 :
∂θ

∂ε
> 0且

∂(1− θ)
∂ε

< 0
（17）

θ
ω

1−ω ω θ ε

θ
ω

1−ω θ

ε

当非生产性支出占比 大于 （ 为资本产出弹性）时， 为 的增函数，此时非生产性支出

占比随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加而上升，相应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下降；反之，当 小于 时， 为

的减函数，此时非生产性支出占比随着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加而下降。

综上可知，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不仅会显著地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动，而且

这种影响在不同取值区间内是不同的，即具有非线性特征。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一）变量选取

1.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随着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民生福祉成为时代主题与

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支出由生产性支出逐渐转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非生

产性公共服务支出，这不仅体现新时代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而

且也是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成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本文实证部分借鉴理论模

型中的做法，将我国政府支出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且用生产性支出占地方政府

总支出的比重来测度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由于 2006 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导致政府支出

科目与统计口径在 2007 年前后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因为国内学者有关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

出的划分方法与计算口径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以 2006 年为时间界限对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进

行分段统计。其中，2003−2006 年的生产性支出包括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工业交通部门事业费

和地质勘探费等。2007 年以后的生产性支出口径的计算采用范庆泉等（2015）的划分标准，将基

本建设、农林水利、气象、交通运输和工商业等支出归为生产性支出。

2. 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分权体制国家均衡央地

政 府 之 间 财 力 的 政 策 工 具 ， 可 以 有 效 地 缓 解 暂 时 性 冲 击 对 地 方 政 府 财 政 收 支 缺 口 的 压 力

（Hepp 和 Von Hagen，2013）。在 2002 年所得税分享体制改革之前，1994 年分税制改革形成了以税

收返还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这在较大程度上倾向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并且使得分税

制改革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与优化，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在调整地

方政府支出结构中的作用愈加重要。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分权体制下校正与弥补地

方政府收支缺口的重要政策工具，放松了下级政府的预算约束，并且提高了公共品供给成本的

补偿能力。同时，依据辖区竞争理论和“公共池”机制，转移支付可从规模与结构两个层面对地

方政府支出行为产生一定影响。虽然，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

税收返还等，但是考虑到税收返还作为分税制改革中为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过渡性措施，

且在经济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之间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专项转移支付不仅通常规定特

定用途，而且有时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关财力配套。因此，本文认为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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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缩小地方政府收支缺口的均衡性作用。而一般性财力转移支付是基于地方政府的标准收

支缺口进行测算的，并且此资金由地方政府完全自由支配。所以，本文采用一般性财力转移支付

代表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即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为一般性财力转移支付在

转移支付总量中的占比。

3. 控制变量。本文引入以下控制变量：一是产业结构（Structure），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表示；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URgap），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表示；三

是平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四是人口老龄化程度（Aging），用 65 岁以上人口数除以各省份常

住人口数表示；五是城市化率（Urban），用各省每年城镇常住人口数除以该省总人口数度量；六

是对外开放（Open），用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除以 GDP 表示，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的进

出口总额均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因此首先利用各省进出口总额乘以美元平均汇率，然后再除

以该省份 GDP；七是人均财政收入（Rev），用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以该省份总人口数后

取自然对数得到；八是经济发展水平（Econ），用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表示。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18》《中国国土资源

统计年鉴 2004−2018》《中国财政年鉴 2004−2018》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的历年统计

年鉴，时期跨度为 2003−2017 年，且相关变量都以 2003 年为基期（2003 年=100）采取相关指数进

行价格平减。其中，因为西藏相关数据不全，仅能计算除西藏之外的 30 个省份。相关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误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Govern） 450 0.5272 0.2091 0.3830 0.0662

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Transfer） 450 0.6570 0.0172 0.4015 0.1676

产业结构（Structure） 450 0.8056 0.2860 0.4174 0.087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URgap） 450 4.7586 1.8452 2.8922 0.5639

平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 450 12.3037 6.0405 8.6852 1.0365

人口老龄化（Aging） 450 0.1638 0.0543 0.0936 0.0192

城市化率（Urban） 450 0.8960 0.2566 0.5177 0.1444

对外开放（Open） 450 1.7215 0.0169 0.3184 0.3899

人均财政收入（Rev） 450 10.2185 5.7654 7.8346 0.9502

经济发展水平（Econ） 450 11.7675 8.2164 10.2314 0.7227
 
 

四、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理论上，分位数回归模型在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多等分后，可

得到自变量对因变量每一分位点处的边际影响。即当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支出结构进

行 n 等分时，分位数回归模型可得到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取值的 n 个

分位点上的 n 个边际影响值。

Fy(·) yq q首先，假设 Y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累积分布函数为 ， 为 Y 的总体 分位，满足以下定义：

q = P(Y ⩽ yq) = Fy(yq) （18）

q yq yq q

q yq yq 1−q

由公式（18）可知，将总体分布正好分为两部分的总体 分位数 小于或等于 的概率为 。与

之相对，总体 分位数 大于 的概率为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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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P
{
y ⩽ yq(x)

}
= P
{
x′β+µ ⩽ yq(x)

}
= P
{
µ ⩽ yq(x)− x′β

}
= P
{
x′α ·ε ⩽ yq(x)− x′β

}
= P
{
ε ⩽

yq(x)− x′β
x′α

}
= Fε(

yq(x)− x′β
x′α

)
（19）

Fε( · ) ε其中， 为 的累积分布函数。因此，可得：

yq(x)− x′β
x′α

= F−1
ε

(q) （20）

y |x yq(x)假设条件分布 的总体分布 q 分位数 是 x 的线性函数，如下式所示：

yq(x) = x′iβq （21）

βq

∧
βq其中， 为 q 分位数回归系数，其估计量 求解如下：

∧
βq= min

n∑
i:yi⩾x′i βq

q
∣∣∣yi− x′i βq

∣∣∣ + n∑
i:yi<x′i βq

(1−q)
∣∣∣yi− x′i βq

∣∣∣ （22）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央政府的均衡

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影响时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已经证

明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的影响为分段非线性函数，即随着地方政

府支出结构取值范围的不同而发生效应转变。因此，根据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在不同分位点上的

取值，尝试建立以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

出结构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具体如下：

Governit =∂0τ+∂1τ×Trans f erit +λ1S tructureit +λ2URgapit +λ3Educationit +λ4Agingit

+λ5Urbanit +λ6Openit +λ7Revit +λ8Econit +uit

（23）

τ τ i t uit其中， 为分位点，不同 分位点估计系数有所差异， 和 分别表示个体和时期， 为随机误差项。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估计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23），借鉴李金凯和张同

斌（2018）的研究，通过最小化加权误差绝对值之和来求解不同分位点的回归估计系数，回归估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分位数回归

Q=0.10 Q=0.25 Q=0.50 Q=0.75 Q=0.90

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

付（Transfer）
0.1218**（0.0500） 0.0861***（0.0328） −0.0056（0.0329） −0.2881***（0.0818） −0.1218**（0.0528）

产业结构（Structure） 0.2648***（0.0931） 0.1026*（0.0740） 0.0446（0.0560） 0.6640***（0.1459） −0.2648***（0.095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URgap）
−0.0126（0.0141） −0.0232**（0.0098） −0.0267***（0.0058） −0.0267**（0.0106） 0.0126（0.0140）

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0.0155（0.0108） −0.0111*（0.0067） −0.0162***（0.0046） −0.0191*（0.0113） 0.0155（0.0111）

人口老龄化（Aging） −0.5837**（0.2495） −0.7961***（0.1605） −0.6882***（0.1692） −0.1516（0.3318） 0.5837**（0.2287）

城市化率（Urban） −0.4752***（0.1109） −0.4682***（0.0593） −0.4989***（0.0591） 0.7935***（0.1293） 0.4752***（0.1125）

对外开放（Open） 0.0277（0.0223） 0.0345（0.0808） 0.0090（0.0216） −0.0255（0.0676） −0.0277（0.0227）

人均财政收入（Rev） 0.0374（0.0297） 0.0719***（0.0198） 0.0887***（0.0119） −0.0472*（0.0306） −0.0374*（0.0296）

经济发展水平（Econ） 0.0656*（0.0385） 0.0284（0.0286） 0.0145（0.0165） −0.1267***（0.0458） −0.0656*（0.0387）

常数项 −0.3321（0.2110） −0.0897（0.1558） 0.0601（0.0953） 2.0319***（0.2749） 1.3321***（0.21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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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的非线性效应在其取值的任一分

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如表 2 所示，在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由低到高的五个分位点处，中

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218、 0.0861、−0.0056 、−0.2881
和−0.1218。一方面，当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处于较低的 10% 和 25% 分位时，中央政府的均

衡性转移支付的增长会导致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

比提高到 50% 分位及以上时，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

出反而会相应下降，并且会不断提高非生产性支出占比。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生产

性支出通过直接参与生产建设，不仅能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而且还能够刺激地方

的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锦标赛”与“政治晋升锦标赛”双重激励下通常会偏好生

产性支出。尤其是当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相对较低时，地方政府都会倾向提高生产性支出

占比，并且将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相应财政资金的重要补给来源。这样不仅可以有

效地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解决政府的“燃眉之急”，而且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官员通过推动

辖区经济较快发展而赢得两个“锦标赛”。然而，当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达到一定程度

时，地方政府虽然可从财政投资行为中获得收益，但是一方面受约束于生产性支出的投资边际

收益递减规律，另一方面，在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以民为本”的新时代主题背景下，辖区

居民对民生性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了地方政府

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以上两方面的制度约束都会促使地方政府在生产性支出占比较高时，重

视民生工程建设，加大政府在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从而提升辖区居民福祉。

其次，产业结构在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较低时，二者之间关系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当其

达到 90% 分位时，二者之间关系变为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相对较低

时，第三产业的提高仍然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生产性支出，这是因为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需要

良好的基础设施。然而，当生产性支出占比较高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较大发展时，第三产

业的发展会要求地方政府增加与之相配套的非生产性的民生公共服务供给。

再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基本

为负，这是因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都需

要政府不断增加相应的非生产性民生公共服务。如表 2 所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受教育年

限和人口老龄化的上升，无论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取值处于哪一分位，基本上都会导致地方政

府降低生产性支出，而相应增加非生产性的民生公共服务供给。另外，城市化率在地方政府支出

结构处于 50% 分位之前，二者之间为显著负相关，但是在 50% 分位之后，二者之间关系由显著为

负转变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城市化水平上升的初期，虽然城市人口的较快增加也会增加对城市

基础设施的需求，但是城市居民对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等民生性需求反而更加重视，

从而会导致地方政府增加非生产性的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然而，当城市化人口扩张后，城市人口

规模膨胀带来的聚集效应与扩张效应就会导致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进而在短

期内促使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较快增加。

最后，人均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随着其生产性支出占比

的提升由正转变为负。即当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相对较低时，地方政府增加人均财政收入

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都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但是，当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达

到 75% 分位时，如果继续增加人均财政收入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反而会降低生产性

支出，从而转向增加非生产性民生支出。这是因为当生产性支出处于较低水平时，地方政府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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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学习效应”和开展“竞好竞争”增加生产性支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和人均

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为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提供了相应的财力来源。虽然对外开放对地方政府

支出结构的影响同样由正转负，但是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五、进一步研究

（一）构建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

1. 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的提高不仅反映了转移支付结

构的变化，而且可能会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产生非线性影响。因此，本文为了更加全面与系统地

考 察 中 央 政 府 均 衡 性 转 移 支 付 对 我 国 地 方 政 府 支 出 结 构 的 非 线 性 效 应 及 其 特 征 ， 根 据

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作进一步研究：首先，对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的

门槛值进行搜索与估算；其次，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目标，借鉴李金凯和张同斌

（2018）的做法，建立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24）。为了简便，本文以单门槛为例，详细阐述面板

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24），具体如下：

Governit = ∂0τ+∂
1
1
τ×Trans f eritI (γ1 ≺ qit)+∂2

1τ×Trans f eritI (γ1 ≻ qit)+βXit +εit （24）

I (·) qit

γ1

(γ1 ≺ qit)

∂1
1
τ γ1 ≻ qit

∂2
1τ

其中， 为示性函数，括号内条件成立时取值为 1，反之不成立时取值为 0， 为门槛变量，用中央

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表示， 表示门槛变量取值。根据式（24）可测算出不同区间下，中央政

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估计系数，当门槛变量位于区间 1 时，中央政

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为 ，反之当位于区间 2（ ）时，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

的估计系数为 。

γ̂

2. 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形式检验。为避免模型的形式设定错误，需要检验面板门槛

分位数回归模型（24）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并且还需确定门槛值个数。因此，在对模型（24）估计之

前，需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和门槛个数检验。根据表 3 检验结果，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24）

有且只有一个门槛值。因为原假设为无门槛效应的检验统计量，即使是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也拒绝原假设。同时，在是否存在双门槛效应的检验中，估计结果显示接受只存在单一门限效应

的原假设。在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形式检验之后，本文首先采取网格搜索法对门槛变

量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不同取值依次回归，进而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获得门槛变

量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单一估计值 。其次，为检验门槛值的真实性，通过测算似然比统

计值及其 90% 置信区间，绘制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不同取值下的 LR 统计量值的变动图，如

图 1 所示。在单门槛回归中，门槛变量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估计值为 0.427 4，虽然其置信区间

（0.423 7，0.427 9）相对较窄，但是仍然落在 90% 的置信区间内，即检验结果表明门槛估计值是准

确有效的。
 

表 3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形式检验结果

门槛类型与检验假设 残差平方和 F 统计量 P 值 检验结果

单门槛（原假设：无门槛效应） 0.7579 15.56*** 0.0780 拒绝原假设

双门槛（原假设：单一门槛效应） 0.7493 6.02 0.7210 接受原假设
 
 

（二）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区间范围内的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进行分位

数回归估计，从而考察在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不同取值区间内，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非

线性影响，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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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门槛值和 90% 置信区间

 

 
表 4    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

Q=0.10 Q=0.25 Q=0.50 Q=0.75 Q=0.90

中央政府
均衡性转

移支付
（Transfer）

γ1小于
−0.0776
（0.0660）

−0.0545*

（0.0307）
−0.0793*

（0.0466）
0.0780

（0.0672）
0.0506

（0.0741）

γ1

大于或
等于

0.0938***

（0.0268）
0.0623**

（0.0282）
0.0408**

（0.0205）
0.0597**

（0.0291）
0.0243

（0.0281）

产业结构（Structure）
0.1995***

（0.0815）
0.0880

（0.0776）
0.0290

（0.0560）
−0.0011
（0.0808）

−0.0677
（0.1085）

城乡收入比（URgap）
−0.0198
（0.0134）

−0.0276***

（0.0091）
−0.0246***

（0.0070）
−0.0154
（0.0109）

0.0031
（0.0156）

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0.0107
（0.0104）

−0.0139**

（0.0063）
−0.0140***

（0.0051）
−0.0149*

（0.0080）
−0.0189*

（0.0107）

人口老龄化（Aging）
−0.6653***

（0.2534）
−0.6618***

（0.1816）
−0.6753***

（0.1833）
−0.5016*

（0.2645）
−0.3242
（0.4794）

城市化率（Urban）
−0.5386***

（0.0985）
−0.4120***

（0.0772）
−0.4773***

（0.0613）
−0.4706***

（0.0964）
−0.0738
（0.1521）

对外开放（Open）
−0.0042
（0.0212）

−0.0111
（0.0221）

−0.0039
（0.0210）

0.0213
（0.0301）

−0.0610
（0.0426）

人均财政收入（Rev）
0.0566**

（0.0227）
0.0839***

（0.0204）
0.0940***

（0.0127）
0.0663***

（0.0219）
0.0699**

（0.0276）

经济发展水平（Econ）
0.0491*

（0.0385）
−0.0005
（0.0302）

0.0056
（0.0189）

0.0400
（0.0290）

0.0024
（0.0384）

常数项
−0.2035
（0.1751）

0.1474
（0.1861）

0.1003
（0.1104）

−0.0498
（0.1540）

0.0770
（0.238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稳健标准误。
 
 

如表 4 所示，通过将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估计面板门槛分位数

回归模型发现，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在不同取值区间内，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存在

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一是当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小于门槛值0.4274 时，中央政府均衡性

转移支付占比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显著，仅在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

25% 和 50% 分位时，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具有显著负效应，即可以通

过改变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达到降低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政策效果。二是当中央

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大于或等于门槛值 0.4274 时，并且在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达到 90% 分

位之前，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如果中央

政府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地方政府反而因为均衡性财力规模的较大增加以及“政治晋升

锦标赛”和“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作用等原因，仍然会加大生产性支出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增加对

非生产性民生公共服务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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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面板分位数回归与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均衡性转

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较为复杂，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自身变动，还与

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变动情况有关。因此本文认为，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科学地制定

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考评机制，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另一方面，需要科学设计

与不断调整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结构，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

的优化效应，促使和激励地方政府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下，不断增加对医疗、住

房、教育、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从而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另外，根据表 4 估计结果，控制变量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影响的变化相对较小，仅

少数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或符号略有变化。例如，对外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

的影响无论是在哪一个分位上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因为考虑控制变量不是本文的分析

重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构建激励相容的新型央地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不仅可以加快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也可提

升国家的治理能力。首先，本文尝试在巴罗模型中嵌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构建地方政府支出

决策的分析框架，并且采取联立效用函数求解政府支出的决策选择，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央政府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其次，通过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

发现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其中，当地方政府

生产性支出占比处于相对较低的 10% 和 25% 分位时，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长会导致地

方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然而，当地方政府提高生产性支出占比达到相对较高的 50% 分位以上

时，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由正转变为负，即地方政府随着中

央政府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占比，从而相应增加非生产性民生支

出。最后，本文通过把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分位数回归模型，

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在不同区间内具有显著

的非线性特征。其中，在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大于或等于门槛值 0.427 4 的区间内，并且

在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提高到 90% 分位之前，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存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地方政府反而因均衡性财力规模的较大增加以及在“政治晋升锦标赛”

和“经济锦标赛”双重激励下，仍然会加大生产性支出，从而对地方政府优化支出结构产生阻滞

作用。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于新时代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和区域均衡的新型央地政府间财

政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还有助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两个层

面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立足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目标，最大限度发

挥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不断优化的调节职能与引导功效。例如，经

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好，辖区人民的需求不断转向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

等民生性公共服务，当地方政府生产性占比超过 50% 分位时，中央政府需要缩减对发达省份的

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对发达省份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来增加其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二

是为了更好发挥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效应，需要根据门槛效应

估计结果，进一步科学地判断与区分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是否超过门槛经验值。因为，

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取不同分位的影响效应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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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其中，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为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只要其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

占比未达到较高分位时，提高中央政府对其均衡性转移支付就会促使西部省份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而不需要增加类似的专项转移支付。三是为降低“经济锦标赛”与“晋升锦标赛”对地方政府

官员的制度激励，需要通过变革政府官员的业绩考核机制来引导其树立科学的业绩观，使得地

方政府官员不断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从而发挥中央政府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

出结构的优化效应，促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一方面，不断推进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满足辖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最后，还要鼓励地方政府

创新发展思路，统筹城乡协调与一体化发展，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与注重学习示范效应，并且通过外资流入来弥补地方政府支出的财力不足，从而促使地

方政府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并更重视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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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hu Deyin,  Li Yue,  Fei Maoshe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Summary:  The 1994 “tax-sharing” reform star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sharp decline in govern-

m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 weakening of macro-control capabilities. Although the income divis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been well regulated，the premise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determines that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will increa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concentration and macro-control capabilities as one of the reform goals. Under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the asymmetry between income decentralization and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undoubtedly aggrav-

ated the mismatch of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uthority，which requires that the central gov-

ernment’s transfer paymen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balancing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First，we construct the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quation inclu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ransfer

payment in the Barro model framework，and then solve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consider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ransfer pay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thereby

theoretically proving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ransfer payment has a non-linear effect on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econd，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qualization transfer on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and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qualization transfer is verified. When the propor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productive ex-

penditure is in the relatively low 10% and 25% quintiles，the growth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will cause local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expenditure. However，when local gov-

ernments’ productive expenditur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a half，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qual-

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on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hanges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fter this，this paper tak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as the threshold vari-

able，and further establishes a panel threshold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propor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incentive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fiscal system，but also related to the modern-

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above re-

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have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central-regional fiscal relationship with clear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financial

coordination and regional balance in the new era，but also help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fin-

ancial system.

Key words: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panel threshold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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